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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簇变化及影响因素
———以大清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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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系统服务簇是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组合，是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中的主导功能表征。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空间和功

能变化及影响因素，可为基于主导功能实施分区管理策略、统筹土地多功能性，进而为整体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参考。
本研究以大清河流域为例，选取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供给服务、粮食供给服务、水源涵养服务、水质净化服务、土壤保持服

务、固碳服务），在乡镇尺度上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变化特征，研究了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 结果表明：（１）依据主导的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大清流域可以分为 ３ 个生态系统服务簇，生态调节服务簇（Ｂ１），农产品供给服务簇（Ｂ２）和人居环境簇

（Ｂ３）；（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调节服务簇的空间格局变幅最大，乡镇变化率为 １９．６％，而农产品供给服务簇和人居环境簇的空

间稳定性较强，变化率小于 ５．０％；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发生转化的区域主要位于服务簇交界处；（３）尽管服务簇在空间上有变

化，但生态调节服务簇、农产品供给服务簇和人居环境簇的生态系统服务呈增长趋势，平均增幅高达 ８．６２％；（４）自然本底条件

和生态保护政策是驱动生态调节服务簇变化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供给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分别是驱动农产品供给服务簇和

人居环境簇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 该案例研究结果为管理土地多功能属性、整体提升国土空间功能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变化特征；驱动因素；大清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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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供给和无形的服务提供两个

方面［１］。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以复杂的作用关系相互影响着［２⁃３］，一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可能以牺

牲多种调节服务为代价［３⁃５］。 近一百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约 ６０％的生态系统服务出现退化，极大地损害和威

胁着人类福祉，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缺乏有效的管理［６］。 了解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关系有利

于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并保障生态系统安全［７］。 在人类干扰剧烈的流域，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关系及其

变化特征，还能够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支持，并为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簇来识别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聚集模式，以达到同时管理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目的［６，８⁃１３］。 Ｒｅｎａｒｄ 等人［１０］将生态系统服务簇定义为跨空间或时间重复出现的生态系

统服务集，并确定了加拿大市级尺度上的 １２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 ６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并使用它们来确定常见

的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效应，Ｋｏｎｇ 等人［１１］绘制了我国长江流域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簇；Ｌｉｕ 等人［１２］ 通过生态

系统服务簇探究了我国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驱动因子。 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只集中

在单一时间点上对生态系统服务簇进行绘制，而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时间变化特征以及引起服务簇格局变

化的驱动因素尚不明确。
大清河流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和粮食生产区，也是白洋淀和雄安新区的所在地。 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区域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域内人类活动干扰持续增强。 本研究以大清

河流域为例，在乡镇尺度上分别评估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供给服务（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ＷＹ）、粮食供给服务（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Ｐ）、水源涵养服务（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ＷＲ）、水质净化服务（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Ｐ）、土壤保持服务（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Ｒ）、固碳服务（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Ｓ）），通过识别大清河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时空格局变化，确定主要驱动因素，以期为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优化和管理提供

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大清河流域位于我国华北平原，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 流域位于海河水系中部，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和

天津四省（直辖市）（３８°１０′２．７１″—４０°２′３２．７″Ｎ，１１３°４０′１４．２７″—１１７°９′５８．３１″Ｅ），雄安新区位于流域腹地（图
１）。 大清河流域面积 ４４７０８ ｋｍ２，属中温带半湿润气候，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山区的生态系统质量关系到

东部平原区生态安全和人居生活。 流域内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耕地面积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１４］，
随着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区域人地矛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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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数据来源及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１） 采用分辨 率 ３０ ｍ 的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进行填洼处理。 （２）土
地利用 ／覆被（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ＬＵＬＣ）数据使用的是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 ３０ ｍ 的数据。 （３）
蒸散（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Ｔ）和降水（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数

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的站点数据，后经过空间插值处理，
在本研究中控制了气象因子不变。 （４）土壤数据（１∶ １００
万）下载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５）粮食生产数据来自于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的统计年鉴数据。 （６）道路数据下载于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数据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７）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和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

本研究中除了粮食供给服务以外，其余生态系统服务均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进行评估，该模型是在自然资本项目支持下，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自

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ＷＷＦ）和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ＴＮＣ）联合开发的生态系统

服务定量评估模型，能够在不同地理尺度和社会经济尺度上展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变化。 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中的“产水模块”、“季节性产水模块”、“水质净化模块”、“沉积物运移模块”、“固碳模块”评估基于栅

格尺度的水资源供给服务、水源涵养服务、水质净化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固碳服务，后通过分区统计求得乡镇

尺度的服务值。
（１）水资源供给服务

在本研究中，水资源供给服务指一定区域内的地表产水量，地表产水量的计算基于一个简化的水文循环

模型，忽略地下水的影响，由降雨量、蒸散量、土壤深度、植物可利用水等众多参数综合决定。 水资源供给服务

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产水量”模块进行评估，计算方法见公式 １：

Ｙ（ｘ） ＝ １ － ＡＥＴ（ｘ）
ｐ（ｘ）

æ

è
ç

ö

ø
÷·ｐ（ｘ） （１）

式中，Ｙ （ｘ）为土地利用栅格 ｘ 的产水量；ＡＥＴ（ｘ）示栅格单元的年实际蒸散量、ｐ（ｘ）表示栅格单元 ｘ 的年降

水量。
（２）水源涵养服务

水源涵养服务是生态系统通过林冠层、枯枝物层、根系等拦截滞蓄降水。 不仅满足生态系统内部各生态

组分对水源的需要，同时能够在枯季（当月平均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比例小 ５％的月份）持续地向外部提供

水源。 本研究通过“季节性产水”模块计算月产水，然后利用枯季的产水量和年产水量的比值来表征水源涵

养服务，计算方法见公式 ２：

ＷＲ ＝ ∑
ａ

ｉ ＝ １
Ｙ（ｘｉ） ／∑

１２

ｉ ＝ １
Ｙ（ｘｉ） （２）

式中，ＷＲ 为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Ｙ（ｘｉ）是第 ｉ 个月的产水量，ａ 为枯季径流的月份。
（３）水质净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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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水质净化服务功能主要考虑植被对水体中氮元素的净化能力，使用水质净化模块进行评估，该
模块估算植被和土壤对径流中氮污染物质的滤除量及子流域的最终输出量来反映其在水质净化中的贡献，氮
输出量越大，水质净化服务功能越差。 其评估方法见公式 ３：

ＷＰｘ ＝ １ ／ ＡＬＶｘ

ＡＬＶｘ ＝ ＨＳＳｘ·ｐｏｌｘ
ＨＳＳｘ ＝ λｘ ／ λ􀭵ｗ

λα ＝ ｌｏｇ（∑
Ｕ
Ｙ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３）

式中，ＷＰｘ指栅格 ｘ 的水质净化能力，ＡＬＶｘ是栅格 ｘ 的污染负荷值，ｐｏｌｘ是栅格 ｘ 的输出系数，ＨＳＳｘ水文敏感分

值，lｘ是栅格 ｘ 的径流系数，l` ｗ是流域内的平均径流系数，åＹｕ是栅格 ｘ 及最后汇入该栅格的所有上游栅格的

总产水量。
（４）土壤保持服务

土壤保持功能是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等）通过林冠层、枯落物、根系等各个层次消减雨水的侵蚀能量，
增加土壤抗蚀性从而减轻土壤侵蚀，减少土壤流失，保持土壤的功能。 本研究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土壤保持模

块进行评估，该模块主要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ＵＳＬＥ），采用地貌、气候、植被和

管理实践的能力等数据来计算每个地类栅格的年均土壤流失量和土壤保持量，评估方法见公式 ４：
ＵＬＳＥ ＝ Ｒ × Ｋ × ＬＳ × Ｃ × Ｐ （４）

式中，ＵＳＬＥ 表示土侵蚀量，Ｒ 为降雨侵蚀力，Ｋ 土壤可蚀性因子，ＬＳ 是坡长因子，Ｃ 植被覆盖因子与管理因子，
Ｐ 为管理实践因子。

（５）固碳服务

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是指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有机质，将碳固定在植物或土

壤中。 本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中的固碳模型进行评估，我们不考虑地上碳库中极不稳定的碳（如草地和短周期

（一年生）的农作物），因为这些碳库相对稀少，更新太快或非常稳定。 模型的主要原理是一个碳密度的累积，
包括地表碳密度，土壤碳密度、地下碳密度和死亡碳密度。 所需数据主要是土地利用数据和碳库数据［１５⁃１６］。

（６）粮食供给服务

本研究将区县粮食产量（小麦、水稻等）统计数据空间化得到大清河流域的粮食供给服务。 具体方法是

将按区县统计的粮食产量通过土地利用类型分配到栅格上［１７］，即每个栅格的属性是单位耕地面积产量。
２．３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对大清河流域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 ／覆被进行了类型转化分析，在软件

中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ｔｅｓｔ）确定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相关关系，并绘制归一化后的生态系统服

务的空间格局。
本研究中使用围绕中心点的聚类分析方法（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ｅｄｏｉｄｓ，ＰＡＭ），利用 Ｒ 语言“ｃｌｕｓｔｅｒ”包中

的 ＰＡＭ 模块对整个研究数据（即两个时间段）大清河流域 ７２５ 个乡镇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聚类分析。 与

一般的 Ｋ 均值聚类分析相比，ＰＡＭ 在处理更多数据量的同时，还具有更加稳定和不敏感性的优点［１１］。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 软件对选取的驱动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三类驱动因子，（１）初始属性因子：初始年

份的水资源供给服务（ＷＹ２０００）、粮食供给服务（ＣＰ２０００）、调节服务（ＲＳ２０００）、坡度（Ｓｌｏｐｅ）、高程（ＤＥＭ）、距
离道路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ＤＲ）；（２）土地利用变化因子：林地比例变化（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ＰＦ）、草地比例变化（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ＰＧ）、建设用地比例变化（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ＰＢ）、农田比

例变化（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ＰＣ）；（３）社会经济因子：人口密度变化（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ｐ）、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ＧＤＰ）共 １２ 个变量因子，排除相关性强的因子。 最后通过生态排序分析软件［１１⁃１２］（ＣＡＮＯＣＯ５）进行冗余分

析（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ＤＡ），确定驱动生态系统服务簇时空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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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大清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共分为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其他用地 ６ 类。 流域上游以林、草地

为主，下游以耕地、建设用地为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清河流域土地利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林、草、建设用地

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上游主要是林、草、耕地之间的转换，下游是主要是耕地、建设用地的转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林地增加了 １．５０％，其中耕地转林地占 １．１２％；草地增加了 ０．８３％，其中耕地转草地占 ０．３０％；建设用地增加

３．００％，其中耕地转建设用地占 ２．４６％；耕地减少 ４．１５％（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现状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及变化

在乡镇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集聚（Ｐ＜ ０．０１）。 调节服务（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固
碳）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供给服务（水资源供给、粮食供给）则相反；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西部山区调节

服务增强，而东部平原区粮食供给服务增强。 总体上，粮食提供和调节服务均增加，仅水资源供给服务下降了

０．４２％（图 ３）。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簇及变化

通过聚类分析，将大清河流域 ７２５ 个乡镇的生态系统服务划分成 ３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图 ４），分别为生

态调节服务簇（Ｂ１）、农产品供给服务簇（Ｂ２）和人居环境簇（Ｂ３）。 在 Ｂ１ 中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固
碳服务均处于高值，在空间上分布在流域上游林地、草地区域；Ｂ２ 中水资源供给和粮食供给处于高值，主要分

布在流域下游的农田区域；Ｂ３ 中仅水资源供给为高值，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的城市区域（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上游的 Ｂ１ 和下游的 Ｂ３（图 ５）。 根据未变化

乡镇数量来看，Ｂ２ 的空间格局更加稳定（稳定率为 ９８．２％），其次是 Ｂ３（９５．７％）和 Ｂ２（８０．４％）。 以 ２０１５ 年生

态系统服务簇的空间格局为边界，对比服务簇中生态系统服务变化，Ｂ１ 中调节服务和粮食供给均增加，其中

固碳服务的变化幅度最大，达 ２９．４％；Ｂ２ 除产水服务外，其余生态系统服务均增加，其中粮食供给服务变化幅

度最大，达 １１．６％；Ｂ３ 供给服务增加，调节服务均减少。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簇变化驱动因素

针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类型发生变化的乡镇，通过冗余分析识别驱动因子（图 ６）。 结

果显示，初始服务水平、建设用地比例变化、人口密度变化和坡度是生态系统服务簇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第
一、二轴的解释度达到 ７５．２４％（Ｐ＜０．１７）。 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乡镇呈现出明显生态系统服务簇分类。
其中初始调节服务水平（ＲＳ２０００）、坡度（Ｓｌｏｐｅ）和人口密度变化（Ｐｏｐ）驱动着服务簇类型向着 Ｂ１ 转化，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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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及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ＷＹ：水资源供给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ＷＲ：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ＷＰ：水质净化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Ｓ：固碳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Ｐ：粮食供给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粮食供给水平（ＣＰ２０００）驱动着服务簇类型向 Ｂ２ 转化，初始水资源供给水平（ＷＹ２０００）及建设用地变化

（ＰＢ）驱动着服务簇类型向 Ｂ３ 转化。

４　 讨论

４．１　 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特征

在本研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清河流域的粮食供给及调节服务均有所提升，仅水资源供给降低 ０．４２％，
与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估结果一致［１８⁃２０］。 Ｏｕｙａｎｇ 等人［１８］ 在国家尺度上评估了多种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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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大清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簇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Ｄａｑ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１：生态调节服务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Ｂ２：农产品供给服务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ｕｎｄｌｅ； Ｂ３：人居环境簇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ｕｎｄｌｅ

图 ５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空间格局、乡镇稳定率及服务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服务，在生态恢复工程实施之后，海河流域的粮食生产、土壤保持、固碳、水源涵养等均有所改善；Ｗａｎｇ 等

人［２０］在城市尺度上评估了京津冀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均有所提

高，且调节服务高值位于北部山区，供给服高值位于南部平原，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调节服务的整体提升

主要归因于国家 ２０００ 年以来实施的生态保护工程［２１⁃２２］，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护工程增加了植被覆盖面

积，提升了水源涵养服务、水质净化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固碳服务［２３⁃２４］。 生态保护工程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

大清河流域上游生态调节服务簇（Ｂ１）和下游农产品供给服务簇（Ｂ２）的调节服务（图 ５）。 在下游人居环境簇

（Ｂ３），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使得碳储量减少、水质恶化，导致调节服务下降［２５⁃２６］；由于地表硬化，水资源供给

呈现增加趋势［２７⁃２８］。 从粮食供给服务来看，虽然在不同服务簇中耕地面积均有所减少，但由于华北平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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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大清河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Ｄａｑ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ＷＹ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年水资源供给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００；Ｃ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年粮食供给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Ｒ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年调节服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０；Ｓｌｏｐｅ：坡度 Ｓｌｏｐｅ；ＰＢ：建设用地比例变化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Ｐｏｐ：人口密度变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例如集中作物优势品种比例，粮食作物区域的合理布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等，使得粮食供给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仍能有效提高［２０］。
４．２　 生态系统服务簇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

准确识别社会⁃生态等驱动因素对生态系统簇时空格局变化的影响，对流域未来提高国土空间的多功能

性具有重要意义［１１］。 Ｌｉｕ 等人［１２］证明降水和人口密度是生态恢复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黄土高原区域植被管理提供了有效的证据；Ｓｈｅｎ 等人［２９］从 ３ 个空间尺度上探讨了社会⁃生态因素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植被指数是影响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主要驱动力，并基于此强调了生态系统

服务分级治理的必要性。 在本研究中，自然本底条件和人类活动干扰是驱动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发生改变的主

要因素。 自然本底条件包括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以及所处的坡度、ＤＥＭ、距离道路的距离，人类活动干

扰包括土地利用类型（林地、草地、耕地、建设用地）的变化以及人口密度和 ＧＤＰ 的变化等。 从服务分区结果

来看，生态调节服务簇（Ｂ１）时空格局变化的是自然和人为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内的自然本底较好和坡

度较大的区域在政策的驱动下更易于转化转向生态调节服务簇；此外，在合村并镇等政策的驱动下山区人口

整合也是区域生态调功能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 农产品供给服务簇（Ｂ２）的格局最为稳定，发生变化的乡镇

调节服务低、坡度小，初始粮食供给服务较大，表明此类区域更有利于改善种植技术和管理措施。 人居环境簇

（Ｂ３）的转变则主要受到人类活动的驱使，初始地表硬化程度（产水量大小）及建筑用地的增加是转化为人居

环境簇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大清河流域实施的生态保护政策能够有效的优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上
游高调节功能区的是下游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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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生态系统服务簇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有效途径

生态系统服务簇方法能够识别生态系统空间上的聚集模式，其动态变化能够反映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潜

在原因和变化速度，为流域的景观规划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提供明确、合理的管理信息［９，３０］，能够帮助管理

人员预测未来由于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可能性结果［３１⁃３４］。 同时管理多个生态系统服务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内容，以往的研究显示由于服务间复杂的权衡－协同关系［１０］，在受到生态保护政策和城市化等外界干扰后，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并不一定能够沿预期方向发展，从而增加了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难度。 本研究在乡镇尺

度上，基于大清河流域主要的供给和调节服务，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簇方法，划分了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分区，
功能分区结果与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规划相契合，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进行的分区管理，对未来流域资源

整合具有实际意义。 研究中还分析了流域生态功能区格局的时空变化，识别了造成功能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

素，弥补了生态系统服务簇在时空变化上究因分析的空缺。 研究成果可以为大清河流域优化生态系统服务的

空间格局，实施分区管控措施，降低流域服务权衡风险提供依据［１０］，也能够为其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

发展规划与管理提供有效参考。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乡镇尺度量化了大清河流域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供给、粮食供给、水源涵养、水质净

化、土壤保持、固碳），根据生态系统主导功能将流域划分为生态调节服务簇，农产品供给服务簇和人居环境

簇 ３ 种生态系统服务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上游生态调节服务簇的格局变化最大，其次为下游的人居环境簇

和农产品供给服务簇；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生态调节服务簇的变化受到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政策双方面影响，
而农产品供给服务簇和人居环境簇则主要受到农业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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